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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器时代是以石器为主要文化标识的社会发展阶段，可区分旧
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旧石器考古主要围绕石器开展研究，石器
的内涵和价值得到充分挖掘，其研究地位不可替代。新石器时代陶
器等新的研究对象不断涌现，石器被忽略和冷落，研究地位陡然下
降，但石器所蕴含的信息及其价值并未因时代变化而减少。随着考
古学研究重心由“器物与谱系”向“人与社会”的转移，新石器时代的
石器研究（简称“新石器研究”）潜力逐步释放，以往“喜新厌旧”的态
度并不可取，“旧欢新宠”融洽并存或此消彼长应是未来主要趋势。

现状剖析：“新石器研究”因何被边缘化？

新石器时代考古对遗物的关注存在明显不均衡，石器研究虽不
可或缺，却常处于被轻视或边缘化的境地。这种局面的形成往往是
学术的传统惯性、研究的目标导向、认知的价值偏见、学科的人为割
裂等多重因素交织影响的结果。

文化谱系研究的传统惯性
新石器时代以磨制石器为主要特征并以此命名，但研究者对陶器

这种新事物的偏爱明显，石器这种旧事物则被轻视。对陶器的偏爱很
大程度上由陶器本身的特点和考古学研究的传统所决定。当新石器考
古的核心任务被设定为“文化谱系构建”时，陶器自然成为研究者的新
宠，而石器的跨时空文化指示性相对较弱，被边缘化也在情理之中。

文明起源探索的重心导向
农业与文明起源是新石器考古研究的核心任务。“新石器研究”

作为基础性研究，贡献于农业与文明起源等宏大叙事的能力受到质
疑，其研究空间被严重挤压。文明起源形成的研究更聚焦于聚落结
构、墓葬规格、玉器、陶礼器等文明要素，石器被归为史前“传统技
术”的孑遗，因揭示社会复杂性的能力较弱而被忽视。

石器内涵价值的认知偏差
打制石器在新石器时代遗址中不仅普遍存在甚至是主流遗存，

在南北方不同时期的考古学文化中广泛分布。部分遗址出土石器数
量、类型少，研究者也只关注少量工具而不去思考遗址为什么有工
具的使用而无工具的生产。学术界对打制石器的系统报道和研究较
少，即便是磨制石器，多数研究也停留在类型学层面，未能深入到加
工技术、使用功能和废弃过程的全链条分析。

研究理念方法的学科鸿沟
旧石器考古与新石器考古之间由于学科创始人的专业背景、学术

机构建制的分化设立、学术研究范围的人为划分等原因而存在明显的
割裂。旧—新石器考古在研究理论与方法、研究范式与理念、研究材料
与信息等方面也存在差异，两者各自为政，缺乏频繁的交流对话，形成
了不同的学术圈和学人圈。学科的割裂和差异让“新石器研究”处于旧
石器与新石器考古、传统与科技考古的夹缝之中，发展缓慢且滞后。

价值深挖：“新石器研究”为何不可或缺？

“新石器研究”绝非单纯的类型与技术考证，而是通过破解石器
背后隐含的技术演变、人类行为、生业经济、社会组织、精神世界和
文化交流等多维“密码”，为生动立体复原史前人类的适应生存图景
和社会发展过程，提供不可或缺的基础实证。

技术演变与社会变革的缩影
石器制作技术是人类技术思维和认知能力的物质投射。打制技术

向磨制技术的转变，不是简单的技术进阶而更像是一种技术转向，是
古人在应对环境资源和生活方式变化的大势中做出的技术调整和适
应。石器类型组合的共时性联系忠实记录了古人类复杂多样的人类行
为，而石器类型组合的历时性变化则反映了古人类生产生活方式的转
变。如细石器、端刮器、雕刻器等打制石器组合是高频迁徙的狩猎采集
工具，表现为动物资源猎取、肢解消费等多样化的行为活动；石斧锛和
磨盘磨棒等磨制工具组合则往往与木材砍伐与深加工、植物资源强化
利用等行为活动相关，是流动性下降、定居或半定居生活的产物。

研究新石器的技术演化轨迹，可以反映史前人类的技术认知和
选择，还能映射从狩猎采集到农业社会的巨大转折。分析新石器的
类型组合，可以复原古人类生存场景和定居化程度，还可以了解社
会变革的原因和动力。石器是技术转型与科技创新的记录仪，是人
类行为与生活方式的解读者。

生产生活与生业模式的实证
石器是史前最主要的生产生活工具，同时石器又是竹木器、骨角牙

器等其他工具之母。砍砸器、刮削器、尖状器等仍是竹木器和骨角牙器
的主要加工工具；石杵臼、研磨器等碾磨工具既可加工食物也可制作颜
料；石斧锛、石凿、石楔等是典型的木工工具组合，可以深加工竹木器具
等手工业产品，也是修建木质建筑的必须工具。石铲锄、石刀、石磨盘等
石制农具构成了完整的农业生产链条，是研究农业起源与发展的核心
物证。遗址中大量不同加工阶段的工具类型共存，不仅可以揭示石器生
产的技术方法和完整工艺过程，还指示了有组织、专业化的石器手工业
经济。北方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发现细石核、细石叶、石镞等细石器组合，
代表着狩猎采集经济形态的延续或残存，而南方新石器时代遗址保有
大量旧石器组合，显示渔猎采集经济发达而农业经济并不突出。

通过观察石器在生产生活及生业经济中发挥的作用，可以实现
“透物见人、见社会”的考古学解释。不同类型组合的工具反映了多样
化的古人类生产生活行为，复杂多样的工具是古人基于“成本效率”考
量的经济决策和设计思维。将石器纳入整个经济生产与社会组织系
统，还可以探究经济贸易、聚落形态、文明兴衰等深层次问题。

文化交流与精神世界的折射
石器标记着人类迁徙扩散、文化交流互动的线路与方式。追踪石

器原料的产源，可以分析本地原料与外来原料的构成及利用策略，为
研究史前资源控制、贸易网络和跨区域文化互动提供证据。石器特征
风格与技术传统的跨时空比较研究，可以重建更广阔时空框架下技术
适应与文化传播的过程与路径，为我们勾勒出古人迁徙扩散与交流互
动的动态图谱。石器往往还被赋予各种精神文化象征意义：精准剥片
的细石叶石核、极致减薄的两面器，具有炫技审美与技术传承等非实
用意义；石环、石笄、串珠等是典型的装饰与艺术品，而石钺、石璧、石
璋等已经证实是权力与礼制的象征；石球、石丸被当作祭品进行埋藏，
石斧、石锛工具组合出现在少量特定人群的墓葬，砺石、研磨器与骨角
器共存。这些石器类型与组合不仅是特殊精神文化与传统习俗的表
征，也具有揭示社会分工与阶层分化的意义。

具有特殊形态和技术特征的石器，往往是区域文化的核心标
识，通过观察这种文化标识的时空关联，可以很好地了解史前社会
的文化交流互动网络。那些被特殊对待的非实用性石器，是解读史
前人群身份性别、社会关系、精神信仰的直接线索，能够走近史前社
会的礼仪与精神世界。

路径倡导：“新石器研究”如何复兴强化？

“新石器研究”很早便形成了多学科综合的研究范式，体现出明
显的实证倾向、综合的研究手段和广阔的学术视野。这种研究范式
和学术传统并未过时，反而与当下考古学研究的发展趋势不谋而
合，仍是未来应大力提倡的路径导向。

夯实基础、审视传统，建立“石器等同陶器”的理念意识
全面系统的石器信息采集与发布是开展后续研究的前提和基

础。本文倡导的重点在于从理念上将石器等同于陶器来进行信息采
集：首先，对出土石器进行全数采集，不仅采集成品工具，更要系统

采集石核、石片、断块等副产品，为复原石器操作链奠定基础；其次，
准确记录石器的出土单位、位置和伴生关系，为遗址功能分区和人
类行为关联分析提供空间依据；再次，对发掘现场和资料整理过程
中发现的可拼合石器进行识别和记录，有利于重建石器剥片方法及
工具加工策略；最后，资料刊布尽可能细化分类，对不同类别的石器
除了代表性标本展示之外，尽可能公布类别数量、原料原型、加工技
术、尺寸形态等基础观测数据和信息，便于后续深入研究。

石器的类型和形制在时空上变化较小，但这种相对稳定的特性
正是古人类生存适应策略趋于最优解的反映，也是技术文化传承延
续的表现。这种相对于“变”的“不变”也是非常值得研究的课题，如
局部地区石器技术类型不变及农业不起源的原因。同时，在更广阔
的时空范围内，石器的类型与技术也并非不变，这种不易变而发生
变化背后的动因与机制，更值得思考和研究。

平衡重心、转变导向，构建“从微观到宏观”的分层次研究体系
相对于农业与文明起源等宏观研究来说，“新石器研究”是偏微观

的专题研究。微观与宏观研究之间是内容与框架的关系，既要关注框
架的完整也要兼顾内容的充实，实现二者的平衡协调。同时，“新石器
研究”与陶器研究、动植物研究等都是针对特定类别材料的专题研究，
均服务于复原古代社会等宏大目标任务。专题研究与宏大目标之间是
部分与整体的关系，需要兼顾整体与部分的和谐统一，各类专题研究
需包容互证，不可偏废，否则容易造成盲人摸象的认知错觉。

九层之台，起于垒土。中华文明起源等宏大叙事由一件件石器、一
个个遗址、一串串问题所组建。首先可以将单类石器的分析结果与技
术的历时性演变串接起来，将代表性遗址的“新石器研究”放置于文化
发展序列中考察其演变规律，完成由点及线的串联；然后将相同或不
同时期的石器工业进行跨区域对比分析，探讨技术互动与区域差异成
因，实现由线到面的交织；最后不满足于“这是什么石器工业”，而要追
问古人为何做出这种技术选择，这种技术选择与环境背景、生业经济
与社会信仰等因素之间有何关联？达成由面成体的重建。显然，分层次
的“新石器研究”体系为我们看待宏大叙事提供了一种全方位的视角，
同样可以为准确认知“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做出积极贡献。

理念革新、价值纠偏，提倡“静态终端”到“动态流程”的学术转向
传统的“新石器研究”多关注石器的终端类别和形态特征，采用

分类学与形态学方法，完成“石器是什么”的认知。这种石器研究者
的视角是静态的和局部的。显然，我们需要动态和全景的技术视角，
才能更好地达成认知人类技术行为和决策的目的。现代学术研究倡
导多视角综合研究和问题意识，除了石器研究者的视角之外，还需
要兼顾石器本身和石器制作使用者的视角，完成“石器是什么”到

“石器为什么是这样”的学术转向，即不仅要搞清楚石器类型特征是
什么，还要搞清楚如何生产以及为何生产这种类型特征的石器。

明确研究问题和目的之后，选择对应的解决方法。我们可以采用
操作链分析的理念，将石器生产过程中的成品、半成品、雏形、毛坯等
不同加工阶段的工具以及制作工具所用到的石锤和砺石等进行聚类
分析，为还原制作石器的加工技术与工艺流程提供材料支撑。我们还
可以采用动态类型学与生命史的理念，将石器分为制备类型、制作类
型、使用类型、废弃类型等，构建从制备到废弃各个环节的生产组织形
态，实现对石器“生命史”的完整复原。在此基础上，我们才能更好地解
读石器是如何被加工和使用的，也才能解释为什么有些遗址只有使用
和废弃类型石器的现象，进而了解石器主人的行为与故事。

理论融汇、方法整合，弥合“新—旧石器考古”的跨学科鸿沟
石器是串联旧-新石器时代的最主要物证。旧—新石器考古虽然在

理论方法和学术传统上长期被人为割裂，但二者在研究对象、研究方法
和研究目的等方面并无本质区别。具体到石器研究来说，旧-新石器研
究都在开展类型学、技术学和功能学等方面的研究内容，也都采用多学
科交叉的研究方法，目的也都是为了揭示史前社会及其发展演变，只是
同样的理论方法在运用于不同时代的材料时，会不可避免地遇到适配
问题，这仍需要具体材料具体分析。显然，在跨学科交叉融合的大势之
下，考古学科内部的新—旧石器考古研究更应充分联通融合。

具体路径如下：一是过渡研究的推进与整合。旧—新石器时代
过渡时期是旧—新石器时代考古最容易接轨的领域，加强两个领域
的交流合作和协同攻关，共同服务连续史前技术史和文化史的复
原。二是理论方法的互鉴与融合。“新石器研究”呈现以文化背景与
类型分析为主的传统综合研究模式，旧石器研究擅长以微痕分析、
模拟实验为主的科技实证分析模式，加强两种模式的互鉴与融合，
共同提升研究水平与质量。三是人才培养的跨领域训练。人才培养
和理念认同是跨学科领域融合的关键，课程设置中可以淡化旧—新
石器时代的界限，在研究生培养中增加跨领域的技能实操训练和研
究交互融通，为跨领域人才的成长打好基础。四是学术共同体的倡
导与支持。发起石器时代等主题的学术会议和期刊专栏，为旧—新
石器考古研究搭建畅通的学术交流平台。在项目申请中，对旧—新
石器跨界融合项目予以倾斜支持，引导和增进彼此的理解与认同。

结语

“新石器研究”长期被忽视，但这并不意味着其学术价值的消
减，我们有必要反思和重新审视它的发展潜力。国际学术界已有学
者疾呼，石器研究应当作为人类起源和文化发展研究的“基础科学”
来重新定位。这一观点在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学的语境中同样适
用。石器是理解人类技术认知和行为方式、史前生产经济和社会组
织最直接且系统的物质材料，是支撑文明探源、早期国家形成等宏
大叙事的基石。从类型特征的终端分析到技术操作链的过程研究，
从功能研究的主观推测到微痕分析与模拟实验的考古实证，“新石
器研究”拥有一整套日益成熟的方法论工具，可以完成从“以物论
物”向“透物见人、见社会、见精神”的转变，足以支撑文化与谱系研
究的配角转变为行为与社会考古的主角。推动“新石器研究”的复
兴，需要的不仅是技术方法的更新，更是学术传统和理念的转变，让
石器不再是“沉默的器物”，而是真正成为“文化的使者”。

（作者单位：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

旧欢新宠：“新石器研究”的态势
贺存定

作为东北文化区的重要组成部
分，平底筒形罐始终是辽西地区新石
器时代陶器的主流，赵宝沟文化自然
也不例外，这是区域内诸文化共有的
特征。在赵宝沟文化陶器群中，最具
个性的器类无疑是尊形器。这类器物
不但制作考究，形制复杂，而且器表
多装饰精美怪异的灵物图案，因而格
外引人注目。关于其所蕴含的思想文
化内涵，郭大顺先生等早已给出了精
妙的解读，此不赘述。在已有研究成
果基础之上，本文对赵宝沟文化陶尊
形器的排序及其在后续文化中的传承
情况谈些补充性认识，梳理其与中原
地区陶尊形器的联系，并就相关问题
略陈己见。

辽西地区新石器时代陶尊形器
的承袭与演变

由于目前所公布的赵宝沟文化材
料无一例可兹分期的有效层位关系，
使得学界对于赵宝沟文化的分期问题
至今未能取得共识性的意见。尽管如
此，赵宝沟文化陶尊形器的发展演变
序列还是有迹可循的。

唐山市迁西县西寨遗址位于滦河
中游北岸，包含有两个时期的新石器
时代遗存，第二期遗存主要出自遗址
的第②层堆积中。持西寨遗址第二期
遗存属赵宝沟文化观点的学者一般都
认为，这批遗存处于赵宝沟文化早期
阶段。原因很简单，第②层出土陶器
无论是器型还是纹饰都带有明显的兴
隆洼文化晚期遗风，在文化面貌上衔
接较为紧密，说明彼此间年代相去不
远。这就为赵宝沟文化陶尊形器的排
序确立了一个基点。西寨遗址第②层
出土两件陶尊形器，均为敛口，且圈
足较高（图1-1），这些特征当是陶尊
形器的早期风格。

赤峰市敖汉旗小山遗址F2出土陶
尊形器是此类器物中最为著名的一
件，工匠用娴熟且充满想象力的笔法
刻画出鹿首、猪首及鸟首至少三种灵
物图像，画面栩栩如生，引人入胜。
赵宾福先生注意到，小山遗址 F2出土筒形罐及钵
的形制及纹饰特点与红山文化早期同类标本接近，
表明 F2应处于赵宝沟文化晚期阶段。该房址出土
的陶尊形器口部较直，底部较平 （图1-3），这些
特征当是陶尊形器的晚期样貌。

基于以上所作的分析，赵宝沟文化陶尊形器最
早和最晚两种极端形式便基本明晰了。

小山遗址 F1出土两件陶尊形器，值得注意的
是，二者口部均微内敛 （F1②:5参见图1-2），形
制介于西寨遗址②层和小山遗址 F2出土陶尊形器
之间，也就是属于二者之间的联结与过渡形态，其
年代也当处于二者之间。

于是我们便初步揭示出了赵宝沟文化陶尊形器
的演变规律，即口部由内敛较甚，到微内敛，最终
发展为直口，圈足最终演变为凹底，领部折棱渐趋
明显。

许多研究者都坚信，小河沿文化的陶尊形器
是由赵宝沟文化陶尊形器发展而来的。但不可否
认的一个问题是，二者之间存在着千余年的时间
间隔，所以对于二者之间的共性似乎只能用“隔
代遗传”来解释。事实上，处于二者之间的红山
文化也制造和使用陶尊形器，只是一直以来未被
辨识出来而已。牛河梁遗址第五地点采集到一件
陶片 （图1-4），发掘报告命名为“束颈罐”。不
难发现，其领较直、圆鼓肩的形态特征，与赵宝
沟文化晚期小山遗址 F2 出土陶尊形器十分相似，
所以可将其易名为尊形器。有趣的是，该器口部
外敞，而这正是赵宝沟文化陶尊形器循序演进的
必然结果。至小河沿文化时期，陶尊形器口外敞
程度更大。可见，牛河梁遗址发现的这件陶尊形
器恰好填补了赵宝沟文化陶尊形器向小河沿文化
嬗变的缺环，使得辽西地区新石器时代陶尊形器
的演变脉络更为连续与清晰了。

小河沿文化赤峰市哈啦海沟墓地M39 出土的
陶尊形器 （图 1-5），显然是由牛河梁遗址 N5
采:3 那类标本发展而来的。前者饰彩绘几何形
纹，无论是整体造型，还是彩绘技法、纹饰风
格，都为青铜时代早期的夏家店下层文化所继
承，辽西地区陶尊形器的生命力之顽强由此可见
一斑。

将陶尊形器这种特殊的器类置于漫长的历史进
程中观察，我们不但能够从一个视角看到辽西地区
史前文化发展的连续性，亦能看到这一谱系的文化
在有序传承基础上的锐意创新。

中原地区新石器时代陶尊形器的传承与嬗变

辽西地区因陶尊形器发现数量较多，特别是器
表装饰独具一格，因而颇受学界关注，当然这主要
是就赵宝沟文化而言的。相比而言，中原地区新石

器时代同类陶尊形器出土数量不多且
缺乏特色，所以相关讨论较为沉寂。

陕西华县元君庙墓地 M411:7 这
件陶器最初被称作盂，之后墓地的发
掘者张忠培先生最早认识到，它应是
赵宝沟文化传入半坡文化的尊形器
（图2-1）。这是颇具见地的卓识，说
明早在仰韶时代早期，中原地区就已
经与辽西地区建立起了远距离的文化
联系。元君庙墓地出土的陶尊形器口
较直，由赵宝沟文化陶尊形器的演变
趋势推知，它当是在赵宝沟文化晚期
阶段传入关中一带的。其通体素面的
特征似乎暗示着，半坡文化居民只接
受了赵宝沟文化的这种陶器造型理
念，而未吸纳繁缛抽象的神灵图案及
其所承载的精神文化内涵。

认真研读河南三门峡市庙底沟遗
址的两部发掘报告后我们意识到，这
种带有显著赵宝沟文化特征的陶尊形
器在半坡文化之后并未于中原地区消
失，而是贯穿仰韶时代顽强地延续下
来了，甚至在演化路径上也与辽西地
区陶尊形器呈现出了一些相似的特
征，这的确是极富趣味且耐人寻味的
现象。

庙底沟遗址 1956 年至 1957 年的
发掘在 H15 内出土了一件“长颈罐”
（图2-2），该器为细泥红陶，并且与
细泥红陶曲腹盆共出，文化性质属庙
底沟文化无疑。其形态与前述元君庙
墓地 M411:7 相似，称之尊形器当是
可行的，不过其口微敞，领部较高且
施刻划纹。这些共性与差异，正是二
者存在继承关系并且在发展的过程中
有所变化的证明。

庙底沟遗址 2002 年至 2003 年的
发掘于 H212 中发现了一件尊形器
（图2-3），形态及纹饰与此前出土的
H15:77 相比几乎完全相同。H212:50
系夹砂灰陶，并且与喇叭口尖底瓶
共存，显然属西王村文化 （也称西
王村三期文化） 遗物。从造型及装
饰两方面来看，西王村文化 H212:50
当是由庙底沟文化 H15:77 演变而来
的，历时性的变化主要表现为口外

敞程度变大。
可见，在中原地区半坡文化、庙底沟文化、西

王村文化这一谱系的考古学文化中，陶尊形器的发
现数量虽然不多，但也存在着一脉相承的内在联
系，这是以往的研究常常忽略的问题。更为重要的
是，该谱系文化陶尊形器所呈现出的由直口到敞口
的递变趋势，竟与辽西地区新石器文化陶尊形器的
发展规律相一致，这种同向性的成因着实引人
深思。

余论

在辽西地区，陶尊形器是赵宝沟文化的新创，
不过这种新增加的器类并非无本之木。以西寨遗址
第一期为代表的兴隆洼文化晚期阶段出现了圈足碗
（图3-1），将赵宝沟文化早期西寨遗址二期T23②:
3陶尊形器解析开来就会发现，其下半部分的几何
图形就是圈足碗。由此推测，赵宝沟文化的陶尊形
器就是在兴隆洼文化圈足碗的基础之上，口部向
上、向内延长而衍生出来的，生动诠释了同一谱系
文化的继承与创新。在后续的发展过程中，圈足的
特征逐渐淡化了，最终演化为略内凹的平底。此
外，兴隆洼文化晚期西寨遗址 T17③:11 筒形罐
（图3-2） 所饰菱形几何纹也在陶尊形器之上延续
了下来，并迅速发展为赵宝沟文化的标志性纹饰之
一。于是，赵宝沟文化陶尊形器的来源问题也就初
步解决了。

兴隆洼文化时期的圈足碗显然是日常生活用
具，赵宝沟文化早期以此为母体创生出来的尊形
器很可能已具有礼仪性的色彩，特别是到了赵宝
沟文化晚期阶段，各类神灵纹的修饰使得陶尊形
器的非实用性特征更为明显了。然而到了红山文
化阶段，由于无底筒形陶器及“塔”形器等陶质
祭器的大量涌现，陶尊形器随即被淹没在时代的
洪流之中，不但数量骤减，而且装饰简化。到了
小河沿文化时期，由于上述红山文化极富特色的
陶质祭器未能流传下来，陶尊形器得以奇迹般地
快速复兴，数量增加，且多为精心装饰的彩陶或
彩绘陶，它们应当在当时的仪式活动中扮演着重
要的角色。

以上所述大体就是辽西地区新石器时代陶尊形
器的生命史与功能史，由此我们可以管窥辽西地区
新石器文化演进的一个侧面，并揭示西辽河与黄河
之间的历史文化联系。

［本文为国家文物局全国考古人才振兴计划
“国际比较视野下的中国北方史前文化与社会发展
研究”（编号：2024-265）和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
研究重大专项项目“边疆考古与中华早期文明研
究”（编号：2022JZDZ024）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
单位：吉林大学考古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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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中原地区新石器时代陶尊形器 图3 西寨遗址兴隆洼文化晚期圈足碗及筒形罐

图1 辽西地区新石器时代陶尊形器

大溪遗址出土石核和石片


